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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實驗政治學之興起及發展	

在短短的幾十年裡，「實驗政治

學」(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已

從一種新興方法演變為一種可行且

越來越普遍的研究方法。此外，由於

網路、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社

群媒體等之蓬勃發展，以及研究者和

非學術實體之間的夥伴關係，實驗數

據有了更豐富的來源。1有論者指出，

目前正在進入實驗政治學的新時代，

即所謂的「實驗政治學 2.0」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2.0)(Druckman & Green, 2021: 6)。 

曾有學者透過計算《美國政治科

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SR)從 1906 年創刊至

2019 年與實驗法相關之文獻數量，

其統計結果發現於 2000 年至 2009

年，APSR 中有 31 篇文章使用實驗

法；而 2010年至 2019年，則躍升至

75篇。由此可見，現在與十年前截然

不同的是，政治科學家開始以不同的

方式思考和應用實驗。隨著實驗法越

 
 

1 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為一種取得資源
的模式。在該模式下，個人或組織可利用大

量的網路使用者來取得需要的服務和想法，

國際上最常見的即為亞馬遜網路服務公司

10.6570/PSQBR.202306_(6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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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普遍，從原本與政治心理學、選

舉政治和立法政治等子領域的相關

問題，國際關係領域中也有大量關於

「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s)的實驗

性文獻(Druckman & Green, 2021: 2-

3)。 

在此脈絡下，美國政治科學協會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實驗研究分會於

2010 年召開第一次會議，並決定推

出《實驗政治學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JEPS)，

並於 2014 年創刊，收錄各種透過不

同 類 型 如 ： 調 查 實 驗 (survey 

experiments)、實驗室實驗(laboratory 

experiments) 、 實 地 實 驗 (field 

experiments)、實地實驗室實驗(lab 

experiments in the field)、自然和神經

學 實 驗 (natural and neurological 

experiments)等應用於政治科學之研

究文獻。 

貳、 實驗法應用於政治學研究之挑
戰	

由於實驗法應用到政治學領域

是近十年才開始蓬勃發展，這也引出

實驗法應用到該領域的困境。實際上，

實驗法可謂科學研究中最嚴謹的方

式，也是自然科學研究中，多數會採

 
 

(Amazon Web Services)旗下的「亞馬遜土耳
其 機 器 人 」 (Amazon Mechanical Turk, 
MTurk)；而若為中國議題之研究，常見的平
台則為 2006年成立的「豬八戒」(Zhubajie)。 

用的研究方法，若要將這種嚴謹的研

究方法應用到政治學的研究上，最困

難的第一步，就是如何呈現一個合理

的實驗設計。實驗室中能較輕易地將

小白鼠分為實驗組(treatment group)

和控制組(control group)，並施以不同

的變數加以觀察，然而，不同於自然

科學的實驗，這對於政治學研究並不

容易，但透過嚴謹的研究設計，必然

有克服的方式，讓政治學研究更趨近

於科學化。 

當前的挑戰是確保研究者能設

計合理的實驗，同時還必須尊重道德

界限，以透明的方式解釋結果、共享

數據和研究資料，確保他人能在既有

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而本文將介紹

布魯傑(Ryan Brutger)等人於 2022年

出版的專書《實驗設計中的抽象性：

權 衡 的 測 試 》 (Abstraction in 

Experimental Design: Testing the 

Tradeoffs)，其特別針對實驗刺激

(experimental stimuli) 應 多 詳 細

(detailed)或是多抽象 (abstract)進行

一系列研究，作為提供實驗法研究者

在進行實驗設計時的一個參考指南。

事實上，本書的作者群在 2022年 10

月出版前，就早先於同年 5 月在

APSR發表了較短篇的文章，該篇文

章受到許多研究者的引用。2可想而

2  參 考 ： Ryan Brutger et al., 2022, 
“Abstraction and Detail in Experimental 
Desig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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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書對於研究者在實驗設計上有

莫大幫助，人們從研讀的過程中也可

深刻體認到，實驗設計有許多值得注

意也必須注意的細節。 

參、 實驗設計中的重要議題	

本書開宗明義地指出一個重要

課題，即研究者在進行實驗設計時，

經常面臨的問題是：實驗刺激應該多

抽象或多具體？應該使用真實的國

家（或候選人）名字，並包含豐富的

細節，從而延長情境(vignettes)的長

度，抑或應避免使用真實名字，並將

實驗處置(treatments)嵌入到抽象的

情境中，只突出實驗中最必要的部分？

應該使用假設 (hypothetical)來描述

場景，或是用欺騙(deception)來描述

他們是「真實的」(real)？這些選擇的

後果是什麽？實驗學者是否應根據

他們在特定研究中的目標來不同地

權衡他們的選擇(Brutger et al., 2022: 

1)？3 

從過往的文獻來看，通常該問題

是 根 據 與 實 驗 控 制 和 普 適 性

(generalizability)有關的權衡來構建，

意即研究中引入的背景越多，控制

(control)就越少，結果的普適性就越

困難。部分學者認為，受訪者在更具

體、更熟悉的情境中會表現得更好

(Reiley, 2015)；而另一些學者則擔心

 
 

3 國內學界對於實驗法的專有名詞有諸多
譯法，本文主要係參考：郭銘傑（2021，2022）

這樣做會減少實驗控制 (Camerer, 

1997)。總體而言，目前針對前述問題

幾乎沒有系統性的研究，這迫使政治

科學中的實驗法學者在進行設計時，

經常是依靠預感、直覺和傳統，而非

根據系統性的證據和理論來指導。本

書主要所探討的，就是實驗設計中研

究者選擇「抽象」或「具體」所可能

帶來的後果，並提供一總體概念架構，

概述實驗設計中所涉及的三個不同

的抽象維度，以幫助研究者做出判斷。 

肆、 抽象的不同層次及其檢驗	

政治學者在使用實驗方法時，面

臨到設計時應採用的抽象程度

(Brutger et al., 2022: 6-7 )。哲學、心

理學和認知科學中有大量關於此類

的文獻，本書則是借鑒社會心理學中

的解釋級別理論 (construal level 

theory)，將「抽象」定義為一種更高

層 次 的 表 達 式 (higher-level 

representation)(Sartori, 1970: 1040-46; 

Trope & Liberman, 2003)。如【表 1】

的比較所示，抽象表達式是去語境化

的(decontextualized)，簡化為對象的

最中心元素（例如：「軍事入侵」），

而 具 體 表 達 式 則 是 語 境 化 的

(contextualized)，具備豐富的細節（例

如：「俄羅斯派遣軍隊進入烏克蘭東

部」）。 

及傅澤民（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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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抽象的 vs. 具體的表達式比較 

抽象的(Abstract) 具體的(Concrete) 

解釋程度高 

(High level of 

construal) 

解釋程度低 

(Low level of 

construal) 

去語境化 

(Decontextualized) 

語境化 

(Contextualized) 

主要特徵 

(Primary features) 

次要特徵 

(Secondary 

features) 

稀疏的 

(Sparse) 

複雜的 

(Complex) 

重要要素 

(Superordinate 

elements) 

從屬要素 

(Subordinate 

elements) 

資料來源：Trope & Liberman (2003, 

405). 

為能讓研究者了解實驗所應採

取的抽象程度，以及應該如何平衡與

不同抽象程度相關的潛在權衡，本書

作者進行八個一系列的調查實驗，每

個實驗都旨在驗證不同的抽象程度

對於研究結果之影響。在八個實驗中，

其中五個為複製並擴展既有文獻的

實驗設計，涵蓋政治學中不同的主題，

包括美國移民政策、核武器試驗、貿

易政策和民主和平等；另外三個則為

本書的原創性實驗，主要借鑒現實世

界事件，以進一步探討不同類型的情

 
 

4 本書五個擴展既有文獻的實驗設計，主要
係根據以下知名的研究：Nicholson (2012)、
Mutz & Kim (2017)、Press, Sagan, & Valentino 

境假設的結果(Brutger et al., 2022: 

18-19)。4 

此外，本書將抽象維度更細緻地

分為以下三種形式，即「情境假設」、

「行為者身分」和「上下文細節」，

而本書的八個實驗，就是透過操縱這

三者的抽象程度，探討其是否以及如

何影響實驗結果：  

一、情 境 假 設 (situational 

hypotheticality) 

此為對是否將一個場景描述為

假設性的關注。現有實驗在這個維度

上採取不同的途徑，將場景描述為假

設的、真實的（通常是透過欺騙）或

設定在未來（援引專家之預測）。而

這三種不同的情況對於研究結果之

影響如下(Brutger et al., 2022: 33-41)： 

（一）、 明確假設與模糊假設
(explicit	 versus	 ambiguous	

hypotheticality)：	

本書在其中四個實驗研究中，一

組隨機的受訪者被告知了一個「假設

性的情境」(hypothetical scenario)，另

一組則只是一個「情境」(scenario)，

其假設性是模糊的。本書的研究發現，

受訪者對於是「明確的」假設或「模

糊的」假設，兩者的處置結果並無明

顯不同。 

（二）、 使 用 欺 騙 (using	

deception)：	

(2013)，以及 Tomz, & Weeks (2013)的兩個
不同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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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者認為應避免假設性

情境，在設計上必須透過「欺騙」受

訪者以增加「真實性」，藉此確保受

訪者會認真對待該項研究。5本書透

過兩個實驗的研究發現，將實驗描述

為「真實」而非明確的「假設」對於

平均處置效果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ATE)並無顯著不同。這表明人

們可能誇大了將場景呈現為假設（而

非真實）的擔憂。也就是說，在許多

情況下，這種欺騙實際上可能並無必

要。 

（三）、 將當前事件推向未來
並援引專家 (moving	 current	

events	 into	 the	 future	 and	

invoking	experts)：	

有些研究者為避免使用欺騙，可

能會透過援引專家觀點，指出當中所

描述的場景在未來很可能發生，以進

一步提高這些預期場景的可信度，並

藉此為實驗帶來真實感。然而，本書

在其中三個研究中的發現表明，使用

專家預測並不會顯著調節實驗的處

置效果。也就是說，無論是使用明確

假設的場景，抑或引用專家預測來呈

現處置的真實場景，兩者並無實質性

不同的結果。 

二、行為者身分(actor identity) 

這個部分是涉及在實驗情境中

 
 

5 本書提到，「欺騙」被廣泛應用於心理學的
實驗設計中；而在經濟學中，一些頂級期刊

則禁止欺騙(Rousu et al., 2015)；在政治學中，
幾乎所有的期刊和學術審查委員會都允許

調用的行為者類型。在該維度上的實

驗差異很大，不同的研究側重於真實

的或不知名的國家、政治人物或公民。

而本書指出，在選擇現實世界的行為

者時，研究者通常會特別考慮三個因

素：分別為模式一致性 (schema 

consistency)、處置一致性(treatment 

consistency) 及 行 為 者 的 突 出 性

(salience of the actor)，本文分別說明

如下： 

（一）、 模式與處置不一致
(schema	 versus	 treatment	

inconsistency)：	

在研究中，行為者的選擇應考慮

到其所嵌入的情境是否合理，倘若選

擇了模式不一致的行為者，受訪者將

不太可能相信該情境並接受處置，從

而削弱了處置效果。例如：研究者於

厄瓜多進行一項關於使用武力停止

核武器計畫的態度的研究，然厄瓜多

是一個通常與核擴散無關的國家；而

「處置一致性」係指若處置操縱了行

為者的一個屬性(attribute)，那麽受訪

者是否認為被操縱的屬性的所有級

別(levels)是可信的？例如，某一研究

操縱了希拉蕊的性別或歐巴馬的種

族，意即將希拉蕊描述為男性、歐巴

馬為白種人，受訪者能否接受？倘受

訪者不認為該處置與行為者的身分

欺騙(Yanow & Schwartz-Shea, 2016)。許多學
者傾向避免在設計中使用欺騙，但同時也擔

心若提出的是一個「假設的」場景，會降低

他們的實驗控制性(Mutz, 201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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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那麽該實驗很可能會失去控制，

因為受訪者可能不遵守處置，從而減

弱了處置效果。 

在本書的三個實驗中，作者發現

模式不一致影響實驗結果的證據相

對較小，故當實驗場景位於不太可能

發生的環境中時，研究者不必擔心受

訪者不會認真對待該研究。而比模式

不一致更重要的應為處置不一致，當

研究者試圖操縱現實世界行為者的

特徵時，就會發生這種不一致，因為

受訪者對於這些行為者通常會有更

強的先驗信念。 

（二）、 政治候選人的突出性
(Salience	of	Political	Candidates)：	

當實驗中的行為者是政治人物

時，其抽象程度是否重要？在本書的

一個實驗中發現，關鍵區別並非研究

中的政治人物是真是假，而是在高度

突出的(high-salience)政治人物和其

他人之間，因為受訪者對於更突出的

政治候選人有更強的先驗信念，意即

對於更突出的候選人的支持比不那

麽突出或虛構的候選人的支持有更

強的影響。 

三、上下文細節(contextual detail) 

與給定實驗中提供的額外情境

的數量和類型有關。一些實驗提供與

處置相關或無關的豐富背景，其他實

驗則包括關於給定情境的有限背景

資訊。簡單來說，本書區分出兩種類

型的附加上下文：增加文本量的外圍

訊息，但不會與處置相互作用的「填

充」(filler)上下文，以及更有可能影

響受訪者對於處置反應的「引起注意

的」(charged)上下文。而上下文細節

至少可由三個相互關聯的層面所組

成，分別為提供的訊息量、如何呈現

訊息，以及訊息本身的內容。其主要

發現如下： 

（一）、 增加和減去上下文細
節 (adding	 and	 subtracting	

contextual	detail)：	

從本書的一個實驗中，作者發現

增加上下文細節將削弱實質性的處

置效果；而增加「引起注意的」上下

文對於平均處置效果(ATE)有顯著影

響。 

（二）、 處置回想和反應延遲
(treatment	 recall	 and	 response	

latency)：	

為能理解何以在實驗情境中增

加上下文細節會抑制實驗的處置效

果，本書從兩個實驗中發現，增加上

下文細節將降低受訪者準確回憶處

置的可能性，且受訪者也可能因訊息

量變多而增加認知負擔。 

四、小結 

總結來說，本書的兩大貢獻是：

(1)提供一個理論架構，該架構能識

別並考量實驗設計中三個抽象維度

對於研究結果的可能影響，即情境假

設、行為者身分和上下文細節；(2)作

者進行實地考察，透過改變一系列抽

象程度的調查實驗，作者發現情境假

設並無實質性地改變實驗結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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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分的顯著性則在特定情境下調

節了結果，而上下文細節的增加則是

抑制了處置效果。 

整體而言，從作者的研究可發現，

情境假設的三種不同情況對於實驗

結果並無顯著不同。這個發現意味著

研究者有很大的自由度來設計實驗，

無論是使其具有模糊或明確的假設

性，都不至於危及到研究的核心結果。

而應特別留意的，就是行為者身分中

「處置一致性」的問題，以及上下文

細節中可能影響受訪者之訊息量及

內容。 

五、結論 

實際上，本書作者布魯傑(Ryan 

Brutger)、科策(Joshua D. Kertzer)、倫

森(Jonathan Renshon)和魏斯(Chagai 

M. Weiss)皆為國際關係學者，故本書

對於欲透過實驗法研究國際關係議

題之研究者將有所助益，因國際關係

研究往往必須仰賴情境模擬，故研究

設計上經常會權衡諸多細節的「抽象」

或「具體」程度。 

本文簡單地回顧近期的相關研

究，有學者針對國際關係調查實驗中

的國家身分如何影響結果，以及實驗

中的國家行為者是「假設的」或「真

實的」是否重要進行研究，其具體研

究問題是：處置的抽象性是否會影響

處 置 效 果 (Suong, Desposato, & 

 
 

6 所謂的「不依從」(noncompliance)係指實
驗組的受試者沒有成功處置(failure to treat)，

Gartzke, 2023)？該研究考察處置抽

象性在不同國家（巴西、中國、瑞典、

日本和烏克蘭）之效果，每個國家的

受訪者將閱讀一個涉及兩個假設國

家（A國和 B國）對於 B國核武器

發展危機的簡短情境，並表達他們對

使用武力的支持，該情境隨機分配兩

種處置：B 國的政權類型和 A 國對

B國使用武力的聯合國授權，藉此了

解其對於受訪者對戰爭支持度的影

響。在閱讀情境之前，受試者被告知

該情境是「假設的」，並無指涉任何

特定國家。而在調查的最後，研究者

會衡量受訪者對行為者假設的依從

性(compliance)，受訪者會被問及：B

國是一個普通案例，還是一個特定國

家，如果是特定國家，會聯想到哪個

具 體 國 家 (Suong, Desposato, & 

Gartzke, 2023: 2)？6 

他們的研究發現，80%的受訪者

表示依從了相關指示，只有 20%的受

訪者表示未依從指示而聯想到特定

國家。然而，該研究並未發現不依從

會改變平均處置效果(ATE)，這意味

著處置效果不太可能取決於受訪者

的依從性或模式不一致。同時，該研

究發現處置不一致為影響平均處置

效果(ATE)的因素，例如受訪者被分

配到的 B 國為民主（或非民主）國

家，但其仍聯想到特定的非民主（或

參考：Kalla, Broockman, & Sekhon (202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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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國家 (Suong, Desposato, & 

Gartzke, 2023: 5-6)。這個研究的發現

也再一次間接證實了本書的主張，即

處置不一致對於研究結果之影響。 

目前我國政治學領域對於採用

實驗法所進行的研究相對較少，但本

文認為，以未來的趨勢而言，應可預

見將有越來越多採取相關方法之研

究。研究者在進行實驗設計時，最開

始會面臨的問題就是應該多「抽象」

或多「具體」，而本書所提煉出的三

大維度──情境假設、行為者身分和

上下文細節，是研究者值得參酌的依

據。尤其作為推進國際關係研究領域

實驗設計的指南，本書可謂邁出一大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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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隨 著全球各國的民主倒退

（democratic backsliding），政治極化

（political polarization）成為學者解

釋國家民主治理品質下降的重要原

因。根據既有研究，政治極化主要有

兩種研究方向，分別為意識形態極化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與情感極

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前者主要

為探討政黨間在政策立場或意識形

態的分歧；後者則討論選民的政黨身

分所造成的情感（affect）效果，即不

同政黨身分的支持者，對其他政黨支

持者的負面感受與敵意（Iyengar et 

al., 2012; 2019）。1 

本文將探討政治制度對情感極

化的影響，並深入地討論 Fischer 等

人（2021）、Bassan-Nygate 與 Weiss

（2022）、Horne等人（2023），以及

Bernaerts等人（2022）的研究，以了

解制度對情感極化的效果。同時，本

文也會與族群衝突研究的實證經驗

進行對話，進而補足上述研究的不足

 
 

1 Iyengar等人（2012）依社會認同理論，即
個人會對所屬群體較容易產生正面感受，與

對其他群體則較容易產生負面偏見，推論政

黨身分所導致的情感效果。必須說明的是，

之處。最後，本文將提供新的分析途

徑，以更深入地分析制度對情感極化

的影響。 

貳、 政治制度對情感極化的相關研
究	

過往學者探討情感極化的文獻，

多將情感極化的起源歸因為經濟不

平等（Abramowitz & McCoy, 2019）、

族群的文化衝突（Abramowitz & 

Webster, 2016; Hetherington & Weiler, 

2018; Druckman et al., 2018）、意識形

態分歧（Rogowski & Sutherland, 2016）

與黨派媒體的興起（Druckman et al., 

2018; Martin & Yurukoglu, 2017）。然

而，鮮少學者將政治制度作為解釋情

感極化的自變項，因為在實證過程中，

制度與情感極化較難確立因果關係，

如制度可能反映國家在制度選擇前

的社會分歧，或是在跨國實證分析上

無法完全控制國家間差異造成的影

響（Gidron et al., 2018），這也使得部

理論上政黨身分也會強化選民對所偏好政

黨的正面感受，但在 Iyengar等人（2019）
的研究中顯示，美國逐年上升的情感極化主

要源自選民對其他政黨的負面感受。 

• 黃宜婷/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政治制度對情感極化的影響：以制度組合作為解釋途徑

10.6570/PSQBR.202306_(67).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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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學者僅將制度視為影響選民情感

極化的背景條件（McCoy & Somer, 

2019）。 

然而，儘管在實證上，制度與情

感極化的因果關係有爭議，本文認為

探討政治制度對情感極化的影響仍

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政治制度作為

情感極化的主要解釋因素，能彌補情

感極化相關理論的不足之處；同時，

透過更深入討論不同制度間的交互

作用與社會條件對制度的調節效果，

能夠為情感極化嚴重的國家，提供憲

政改革的可能方向，以解決其目前所

面臨的民主倒退問題。其次，探討政

治制度對情感極化的影響，亦能與現

有的族群衝突的理論進行對話，因為

兩者皆是以政治權力分享作為因果

機制，解釋制度對依變項的效果。2因

此，本文認為有必要探討制度對情感

極化的效果。 

目前政治制度對情感極化的相

 
 

2	若以更宏觀的角度審視，本文認為也可將

情感極化作為政治制度對族群暴力的中間

機制，延伸至族群衝突的研究。如 Esteban
與 Ray（2008）的研究，便證明社會的極化
程度會影響群體是否會反叛與衝突程度。而

在 Esteban與 Ray的研究中，社會極化是指
人與人之間的「對抗（antagonisms）」，即群
體認同感與對其他群體的疏離感的交互結

果，與 Iyengar等人（2012）對情感極化的
定義接近。因此，本文認為制度和情感極化

的研究與族群衝突研究有對話的可能性。	
3 針對國會選制的效果，Gidron等人（2018）
以菁英意識形態極化、經濟條件與選區規模

（district magnitude）分析 1996 至 2015 年
20 個國家的國會選舉，發現在控制非制度
因素後，當選區規模越大，即國會選制越靠

近比例性選制，越可能降低總體的情感極化

關研究，皆是以 Lijphart的共識型民

主（consensus democracy）為理論基

礎，因共識型民主的權力分享機制促

使了更溫和的政治，因而有利於緩解

大眾對敵對政黨的不滿（Gidron et al., 

2018; Horne et al., 2023）。共識型民

主的主要內涵為最大化決策多數的

規模，以利人民廣泛地參與政府決策

與在政策上取得共識；相較於多數決

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僅強

調最低限度（minimum）的多數統治，

共識型民主的制度設計更具有包容

力 、 討 價 還 價 與 妥 協 的 特 質

（Lijphart ,2012：2）。其民主模型涵

蓋多達十個制度條件，如分享行政權

力的聯合內閣、行政與立法關係的權

力平衡、多黨制與比例代表制等

（Lijphart, 2012：33-40），依據此理

論框架，本文將既有研究分為兩類，

分別為關注國會選制3與聯合內閣，

對情感極化的個別影響。 

程度；相反，當選區規模越小，也就是國會

選制越靠近多數決制，越會增加總體的情感

極化程度。儘管 Gidron等人（2018）的研究
發現在理論上是合理的，因為當國會選制的

比例性越高，越有可能透過權力分享降低不

同政黨選民間的敵意。然而本文認為，

Gidron 等人對政治制度效果的衡量並不精
確，原因為 Gidron 等人未考量單選區制的
次分類差異。本文認為以選區規模衡量國會

選制，會忽略多數決制可劃分成兩個類別，

分別為相對多數決制（Plurality）與絕對多數
決制（Absolute majority）。兩者對權力分享
的效果有明顯的不同，如兩輪決選制（Two-
Round System, TRS）比單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Single-Member-District-Plurality, SMDP）
更具有比例性。故本文認為探討國會選制對

情感極化的影響，不能僅用選區規模衡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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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會選制的效果，Fischer

等人（2021）以實驗法證明國會選制

會影響兩種選民的政治態度，分別為

贏家與輸家的差距（winner-loser gap）

與 政 黨 間 的 敵 意 （ interparty 

animosity）。4在實驗過程中，Fischer

等人依據不同國會選制將受試者分

組，模擬受試者在相對多數決制

（Plurality）、比例代表制與排序複選

制（Alternative Vote）情境下對政黨

的投票選擇，並在實驗後測量贏家與

輸家的差距，與個人對其所屬群體的

偏袒（intergroup bias）。5其主要研究

結果為：首先，對於選舉結果的公平

性，排序複選制中贏家與輸家的感知

差距，比相對多數決制中贏家與輸家

的感知差距低；對於選舉結果的滿意

度，相較於其他兩種選制，比例代表

制的贏家與輸家的感知差距則為最

低。其次，在納入國會選制與政黨數

目的交互效果後，Fischer 等人發現

在比例代表制中，若選舉的政黨數目

越多，便越能降低個人對其所屬群體

的偏袒程度。由此可知，比例代表制

除了較能降低選舉後贏家與輸家的

感知差距，也較能緩解個人的情感極

化。 

然儘管 Fischer 等人（2021）的
 

 
會選制，因為其無法完整代表不同分類選制

對權力分享的效果。 
4 Fischer 等人（2021）的文章為為刊登在
SSR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上
非正式出版的論文。 
5 Fischer等人（2021）以獨裁者賽局（dictator 

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開創性，如解

決跨國比較制度研究在因果關係上

的不明確性等問題，但 Fischer 等人

的研究仍存在些許問題。首先，

Fischer 等人的理論為「制度會影響

選民對其他政黨選民的敵意」，但在

情感極化的衡量方面，Fischer 等人

在研究中測量的是「個人」對所屬群

體的偏袒——本文認為，這與「情感

極化」的定義有些許差距，因為依據

Iyengar 等人的研究，情感極化主要

是由負面競選下，選民對敵對政黨的

負面感受所驅動（ Iyengar, 2012; 

2019）。 

雖然根據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個人會強化其所屬

群體的正面評價與非其所屬群體的

負面評價，但在情感極化現象中，個

人對所屬政黨的正面評價，並非是促

成情感極化的必要條件。因此，本文

認為 Fischer 等人（2021）必須在衡

量個人對不同政黨的敵意上，必須完

全符合情感極化的定義，如部分研究

會以個人對不同政黨的情感溫度或

好惡程度進行測量。其次，Fischer等

人未深入討論其他制度的作用，導致

研究結果與理論預期有所差距。舉例

而言，他們無法說明為何在國會選制

game）測量個人對所屬群體的偏袒程度：其
隨機選取兩位受試者，並根據兩位受試者是

否皆在實驗中投給同一個政黨，判斷是否屬

in-group。實驗結果顯示，若受試者配對到屬
於 in-group的受試者，其會分配更多代幣給
此類受試者。 



長篇文評     2023 年 06 月 67 期 

13 

的個別效果下，相對於比例代表制與

排序複選制，相對多數決制中個人對

其所屬群體的偏袒程度會最低。故本

文認為，研究時應要同時納入政府體

制與國會選制的交互作用，才能更全

面地理解制度對情感極化的效果。 

有關聯合內閣對情感極化所造

成的制度效果，Bassan-Nygate 與

Weiss（2022）則以調查實驗證明政黨

間的合作（party cooperation），尤其

以組成聯盟或組建聯合政府，能夠緩

解選民間的情感極化為研究發現：兩

位學者在以色列第 22屆國會選舉後

進行調查實驗，也就是在該國組成聯

合政府、不確定性高的時機詢問受訪

者對不同政黨組成聯合政府的看法。

研究結果發現，政黨組成聯合政府能

提升黨派識別的模糊性，並增加受訪

者對其他政黨的容忍程度。儘管兩位

學者的調查實驗能夠解決政黨間的

合作與選民政治態度的內生性問題，

本文仍認為 Bassan-Nygate 與 Weiss

的研究，可能無法全面地說明制度對

情感極化的效果；因該研究對制度的

探討僅限縮在內閣制下的聯合政府，

故無法解釋不同政府體制下的其他

政府類型的效果，即缺乏外在效度。 

延續 Bassan-Nygate 與 Weiss

（2022）的理論，Horne等人（2023）

則納入長期時間觀點，以政黨共同治

理（co-governance）的經驗分析政黨

之間的合作，對個人情感極化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在控制相關變數後，若

個人偏好的政黨與其他合作政黨在

近期共同執政，個人對合作政黨的不

喜歡程度會下降約 1單位，而針對過

去 10年曾與自身偏好政黨聯合執政

的政黨，個人對這些合作政黨的不喜

歡程度會下降約 0.75 單位。由此可

知，近期與過去的聯合政府經驗，會

降低個人對聯合政府內友黨的負面

感受。與 Bassan-Nygate 與 Weiss

（2022）的研究相比，Horne等人的

研究因包含了半總統制的國家，故較

能將聯合政府的效果進行更廣泛的

推論；然 Horne等人的研究與既有研

究存在一樣的問題，即未討論除了國

會選制外，其他政治制度對情感極化

的影響。 

Bernaerts等人（2022）的研究則

部分回應本文前述所提出的問題，以

共識型民主的部分制度條件，分析國

會選制、政黨體系、行政與立法的關

係、政府類型、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

係與立法權的結構，對情感極化與意

識形態極化的影響；研究結果為，相

較對意識形態極化的影響，政治制度

對情感極化的影響更為明顯。而在

Bernaerts（2022）等人所分析的六個

制度變項中，僅有國會選制對轉換席

次的比例性、政府類型，以及中央與

地方的分權關係，對情感極化有所影

響，即當選舉制度將民意轉換為席次

的比例性越高，以及政府類型為聯合

政府與國家為聯邦制，皆能降低情感

極化程度。然從 Bernaerts 等人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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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型可發現，制度對情感極化的迴

歸係數皆非常地小：在研究中，情感

極化數值為介於-3.69至 2.91間，但

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係對情感極化

的迴歸係數僅接近-0.2，此代表僅以

制度解釋其對情感極化造成的效果，

可能有所不足，故本文認為應同時納

入調節制度的社會條件，才能準確探

討制度的效果。 

綜觀現有政治制度對情感極化

的相關討論，皆主要以 Lijphart共識

型民主作為理論基礎，並以共識型民

主的部分制度條件分析個人的情感

極化。本文認為此種做法將導致以下

問題，而無法精確衡量制度的效果：

忽略制度間可能會交互影響，且社會

條件亦會對制度進行調節作用。本文

第三部分將根據族群衝突的相關研

究（Lee, 2007），與學界對 Lijphart

（ 2002, 2004, 2012 ） 的 批 評

（ Mainwaring & Shugart, 1997; 

Cheibub 2007），重新檢視共識型民

主的問題，並延伸至政治制度對情感

極化影響的理論建構。 

參、 共識型民主理論的問題：忽略制
度間的交互作用與社會條件的

調節效果	

本文認為Lijphart的共識型民主

在衡量上，僅以個別的制度變項的平

 
 

6值得一提的是，制度與情感極化的相關研

究雖然多數以共識型民主為理論基礎，但在

實證過程中幾乎都是以共識型民主的部分

均數（average）以測量總體制度的權

力分享程度，此除了無法精確地討論

制度的個別影響，也會忽略制度間的

交互作用與社會條件的調節效果。6 

一、制度間的交互作用：政府體制與

國會選制的效果 

Lijphart 過去探討政治制度影響

權力分享的研究，主要注重在分析個

別的制度效果。如在政府體制方面，

Lijphart（2002：47-54）指出內閣制

相較於總統制為更好的制度，因總統

制國家需透過多數決制選出總統，如

同 Linz（1994：18）所謂，此將造成

贏者全拿的選舉結果；同時，內閣制

國家相較總統制國家更容易建立代

表所有重要群體的「大聯合內閣」。

在國會選制方面，Lijphart （2004）

提出比例代表制相較多數決制與混

合制，能在國會中提供更好的代表性，

因此其為族群分歧嚴重國家的最佳

選擇。然而，許多學者認為以上討論

過於簡化了制度對權力分享的效果。 

如針對 Lijphart（2002：47-54）

支持內閣制的論述，Mainwaring 與

Shugart（1997）便指出總統制中贏者

全拿的效果，應取決於國家的政黨體

系與國會選制。反觀在內閣制國家取

得過半席次成為優勢的多數黨，其將

導致行政權與立法權皆被同一黨控

制，即內閣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相

制度條件進行分析，如國會選制與政府類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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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下，在總統制國家若有政黨取得

過半席次，輸家政黨仍有機會制衡以

總統為代表的行政權，因為總統制下

的行政與立法間本身即為制衡關係。

Cheibub（2007）的實證研究也指出，

總統制國家發生聯合政府的頻率雖

然小於內閣制國家，但其實也並不少

見，因分立政府或多黨制下的總統也

有可能提供他黨內閣職位，以換取立

法 多 數 的 支 持 （ Mainwaring & 

Shugart, 1997）。由此可知，探討制度

對權力分享的效果，必須同時考量各

種制度間的交互作用，才能完整衡量

制度對權力分享的影響。 

在族群衝突研究中，Lee（2007：

35-38）也認為探討政府體制與國會

選制的相互影響，才能了解行政與立

法機關的權力關係，國會選制則影響

進入國會的政黨類型與數量。舉例而

言，Lee指出在內閣制國家，若國會

選制採取非比例性選制——即單選

區相對多數決制——將容易出現取

得國會過半席次的多數政黨，並使其

能同時掌控行政權與立法權；若國會

採取比例性選制，則相對容易產生多

黨制與聯合內閣。本文認為可以將

Lee（2007：35-38）的分析邏輯，延

伸至情感極化的研究，即須同時檢視

政府體制與國會選制的組合效果，才

 
 

7	本文根據 Neto與 Cox（1997）的研究進行
推論。兩位學者認為國會選制與社會分歧程

度會影響政黨體系中有效政黨數的變化，即

能有效推論權力分享對情感極化的

影響。 

二、政治制度的社會條件：族群結構

的調節效果 

本文認為分析制度權力分享的

效果，必須納入社會條件的調節效果，

因為權力分享應為制度和社會條件

的乘法（multiplicative）結果，而非

加法（additive）的結果。7在制度與

族群衝突的相關研究中，Lee 與 Lin

（2021）也應用此分析邏輯，探討當

族群團體的地理分布集中、社會中是

否有多數群體（族群人口比例>=50%）

的狀況下，何種政府體制與國會選制

的制度組合最能有效緩解族群暴力。

研究指出，當社會中有多數團體，內

閣制未必能促使聯合政府產生；當社

會中無多數群體，則只要內閣制與總

統制搭配合適的國會選制，便皆能提

供不同程度的權力分享。 

根據兩位學者的實證結果，顯示

在有多數群體的社會中，不論是總統

制或半總統制，只要配上國會選制的

比例性選制，便最能降低族群暴力。

而在無多數群體的社會中，僅有內閣

制與國會選制為單選區相對多數決

制的組合，最無法緩解族群暴力。由

此可知，分析制度對情感極化的影響

時，若納入相應的社會條件，便可深

有效政黨數應為選舉制度與社會異質性的

乘法結果，而非加法導致的結果。因此，本

為認為探討制度的權力分享應考量社會條

件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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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討論權力分享效果。因情感極化的

起源，為政治菁英有目的地刺激國家

的社會裂痕（McCoy & Somer, 2019）：

其可能涵蓋國家內部的族群分歧與

文化衝突，並會透過政黨身分連結至

個人的政治行為（ Abramowitz& 

Webster, 2016）。 

肆、 結論	

本文以政治制度作為情感極化

的解釋途徑，探討既有研究的論點與

不足之處，並嘗試針對制度與情感極

化的理論，提出新的理論方向：在不

同的社會條件下，制度組合會透過權

力分享影響個人的情感極化程度。然

而在研究方法上，制度對情感極化的

影響研究，的確存在一些需被克服的

困境。首先，儘管有部分研究（Fischer 

et al., 2021; Bassan-Nygate & Weiss, 

2022）以實驗方法處理制度與情感極

化的內生性問題，但勢必會犧牲研究

的外在效度；其次，研究資料的樣本

數可能不利於跨國的制度比較：既有

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為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CSES）資

料庫，而其僅約涵蓋 50個民主國家

——由於制度很少發生變化，且需同

 
 

8 關於情感極化的測量，Iyengar等人（2019）
便指出情感極化的測量主要分為三種來源：

自我回報的民意調查、內隱聯結測驗

（implicit-association test）與人際信任的行
為測量。其中在民意調查的部分，可藉由情

感溫度計或社會距離進行測量，Wagner
（2021）更以個人對政黨的好惡程度的分布

時考量國家的社會條件，因此在分析

上樣本數可能有所不足。 

另外，研究者們對情感極化的衡

量方式缺乏一致的共識，故在研究中

注重的情感極化面向可能有所不同；

如 Horne等人（2023）對情感極化的

討論著重在個人對政黨的不喜歡程

度，Bernaerts等人（2022）則是詢問

專家，該國人民是否願意與不同政黨

的人進行友好的互動，即引用了情感

極化中「社會距離」的概念。8 

儘管制度與情感極化的研究存

在一些研究限制，但仍有學者指出相

關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Hernandez

等人（2021）指出，或許可以探討為

何有些制度能在選舉後迅速又有效

地降低情感極化程度，與何種脈絡因

素容易促使情感極化的發生 9；

Bernaerts等人（2022）則建議未來研

究可注重在因果機制面，了解制度透

過何種非制度因素影響情感極化，如

身分的顯著性（identity salience）等。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重要的是，著重

於理解制度與個人政治態度之間的

因果機制，才能真切解釋政治制度所

造成的效果。	

衡量情感極化。 
9 Hernandez 等人（2021）研究選舉的顯著
性（salience of elections），即選舉的競爭性
對情感極化的影響：其發現當越臨近國家的

選舉日期，個人的情感極化越容易上升；而

隨著選舉的結束，個人的情感極化則會逐漸

下降。 



長篇文評     2023 年 06 月 67 期 

17 

伍、 參考文獻	

Abramowitz, A. & J. McCoy. 2019. 
‘‘United States: Racial Resentment,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Polarization in Trump’s Americ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81（1）: 137–156. 

Abramowitz, A. I. & S. Webster. 2016. 
‘‘The rise of negative partisanship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U.S. 
elec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Electoral Studies 41（1）: 12–22. 

Bassan-Nygate, L. & C. M. Weiss. 
2022. “Part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Shape Affective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Natural 
and Survey Experiments in Israe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5
（2）: 287-318. 

Bernaerts, K., B. Blanckaert. & D. 
Caluwaerts. 2022.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polarization. Do 
consensus democracies fare better in 
fighting polarization than 
majoritarian democracies?” 
Democratization 30（2）: 153-172. 

Cheibub, J. 2007.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uckman, J. N., M. S. Levendusky. & 
A. McLain. 2018. ‘‘No need to 
watch: How the effects of partisan 
media can spread via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1）: 99-112. 

Esteban, J., & D. Ray. 2008. 

‘‘Polarization, fractionaliza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5（2）: 163-182. 

Fischer, S., A. Lee. & Y. Lelkes. 2021. 
“Elector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Experimental Evidence.”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803603. 

Gidron, N., J. Adams. & W. Horne. 
2018. ‘‘How Ideology, Economics 
and Institutions Shape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30- September 2, Boston. 

Hernandez, E., E. Anduiza. & G. Rico. 
2021. ‘‘Affective polarization and 
the salience of elections.’’ Electoral 
Studies 69: Article 102203. 

Hetherington, M. &, J. Weiler. 
2018. Prius or pickup?: 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Horne, W., J. Adams. & N. Gidron. 
2023. ‘‘The Way we Were: How 
Histories of Co-Governance 
Alleviate Partisan Host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6
（3）: 299-325. 

Iyengar, S., G. Sood. & Y. Lelkes. 2012. 
‘‘Affect, not ideology: a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 on polariz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6（3）: 
405–31. 

Iyengar, S., Y. Lelkes., M. Levendusky., 
N. Malhotra. & S. J. Westwood. 



長篇文評     2023 年 06 月 67 期 

18 

2019.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29-146. 

Lee, F. & T. Lin. 2021. ‘‘Institutions, 
contexts, and ethnic viol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2（3）: 400–415. 

Lee, F. 200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ontexts, and ethnic conflic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Lijphart, A. 2002. “The Wave of 
Power-Sharing Democracy.” In The 
Architecture of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 Design,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Democracy, ed. 
Andrew Reyno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7–54. 

Lijphart, A. 2004. ‘‘Constitutional 
Design for Divided Socie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5（2）: 96–
109. 

Lijphart, A. 2012. 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nz, J. J. 1994.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d. Juan 
J.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87. 

Mainwaring, S. & M. S. Shugart, 1997. 
‘‘Juan Linz,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appraisal.’’ 
Comparative Politics 29（4）: 449–
471. 

Martin, G. J. & A. Yurukoglu. 2017. 
‘‘Bias in cable news: Persuasion and 
polar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9）: 2565-99. 

McCoy, J. & M. Somer. 2019. ‘‘Toward 
a Theory of Pernicious Polarization 
and How It Harms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Evidence and Possible 
Remed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81（1）: 234-271. 

Neto, O. A. & G. W. Cox. 1997. 
‘‘Electoral Institutions: Cleavage 
Structure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1）:149-174. 

Rogowski, J. C. & J. L. Sutherland. 
2016. ‘‘How ideology fuels affective 
polar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38
（2）: 485-508. 

  



短篇書評    2023 年 06 月 67 期 

19 

壹、 現代儒學的衝擊	

頭一回聽見「海洋儒學」這新興

名詞，可謂完全摸不著頭緒；循著好

奇翻開了這部蔣年豐教授的遺作《海

洋儒學與法政主體》（2005），不難發

現蔣老師在中西方哲學深厚的基礎

上，努力尋思開出一條中國現代政治

新的可能之路。選用「海洋」二字，

自然也是期望能有別於中原思維的

傳統儒學，而是發展出面向海洋乃至

全世界的現代儒學。 

傳統儒學自近代以來，遭受一波

波的衝擊，不單是船堅砲利的摧折、

西方科學民主，或乃至人權法治觀念

的置入——儒學的何去何從，始終是

鴻儒學者們關心的議題；清末改革的

保守主義、國粹的學衡派的捍衛、大

陸文革的除四舊、台灣新儒學的中華

文化復興運動，乃至書中一再提及大

陸九零年代改革開放腳步下，《河殤》

• 劉子瑀/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組學士生

海洋儒學與法政主體

蔣年豐

10.6570/PSQBR.202306_(67).0003 

 

  
書	 名：海洋儒學與法政主體 

作	 者：蔣年豐 

出版者：桂冠 

年	 份：2005.04 

頁	 數：275 pages 

ISBN：978957730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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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部影片對傳統的揚棄，皆使得學

者憂心近代儒學在現代化衝擊下載

沉載浮。據此，各方大家提出的解決

方案不可勝數，不論是兩岸學術討論，

抑或廟堂之上始終懸盪著：儒學究竟

的可能發展為何？ 

如今，在對岸大國崛起的態勢下，

也似乎讓儒學再次受到關注。當習近

平喊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思想」時，那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不禁令人納悶除了一貫延續

毛澤東、鄧小平的路徑之外，真能體

現多少中國特色？另一個參照體，則

大概是新加坡政治：前總理李光耀不

僅在接受美國雜誌《外交》時以亞洲

四小龍為例，讚揚儒學傳統價值，他

也堅信，「中國越發展，傳統的儒家

文化的影響力就越大」。 

貳、 儒學中法政主體的基礎	

蔣年豐和其他學者一樣，企圖從

儒學中找出相應的哲學基礎，擴大作

為未來儒學的根基。然而。其與其他

學者最迥異的部分正是蔣年豐在中

西方政治哲學上的著力，這使他思索

的方向不是儒學過往關注的道德實

踐的主體，而是儒學實用技術的主體，

所開展出以「法政主體」為核心的新

生命姿態。  

相對應於上一世代張君勱、唐君

 
 

1 中國中央電視台 1988 年 6 月 16 日首播
《河殤》電視紀錄片，內容對諸多中國文化

有許多批判。 

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先生們所關切

的內聖義理的開展，蔣年豐的基本命

題是如何從西方純思辨的形上體系

及現代化的社會與政治哲學中，找到

儒學的方向，如過往儒學重聖賢輕豪

傑，過分強調聖賢，偏重德性修為而

輕忽社會的實踐（2005：248）。因此

在他的設想中，海洋儒學關注的是

「切入社會脈動進行社會實踐時所

要彰顯的是特有的儒家價值指標」。

從周公制禮作樂，儒家提供了完整的

內聖到外王的境界，以「仁、禮、孝」

為核心的概念，但是蔣老師將「公道」

（justice）拉到第一序，將過往的「禮

義之邦」成為理想社會放在第二序2，

此一調整的基礎就是「公道」，用通

俗的話就是強調「民主」：以民意為

依歸，不外乎是借鑑西方的民主概念。

而作為現今公民意識一部份的民主，

如何從傳統的性善論到公道理論「找

到作為權利與義務之承受者的法政

主體」，亦在書中有所討論：其所謂

「法政主體」指涉的是「法制主體」

與「政治主體」的簡稱，「是在安立

法律與政治體制之時，人在精神層面

享有自立自主，自我裁決是非，先天

賦有某些神聖不可輕犯尊嚴與權利

的地位（2005：257）」。 

蔣年豐放棄了過去學者們努力

從儒家思想內在出發、實現民主政治

2 「古典儒家的理想社會是禮樂之邦，而現
代儒家則公道之國為主要德目。」（2005：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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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徑。既然法政主體並非儒學固有

的概念，我們自然不能緣木求魚；但

因儒學的柔性特色，故其也能被用以

接軌西方近代政治哲學概念，其中尤

以羅爾斯（John Rawls）的概念為主

——羅爾斯正是以法政主體轉化康

德（Immanuel Kant）的道德主體，以

「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揭開

人類自由且平等的理性基礎，在這原

初地位的理性存在中，人們給自己立

法，以法政主體之成功，疏解了康德

的道德主體的侷限（2005：259-260）。

在羅爾斯法政主體的三個屬性：自決、

自立、自主，則分別對應了洛克（John 

Locke）的自決（自然立法→國家立

法）、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的自立（個人意志→共同意志），以

及康德的自主（道德意志）等三人學

說，將其轉化為現代社會面對紛多雜

沓的社會現象得以遵循的法則。 

蔣年豐在本書最後一個篇章裡

欣喜地提出：「儒家是不是應該在適

當的歷史時刻、因應政治情勢，開發

出法政主體作為人民享受民主政治

與公道社會的基石？」其反問點出了

現代儒學的新方向，但不幸的是該命

題也隨老師的殞落而成為一個問號。 

參、 法政主體 VS道德主體	

從這本書不難看出蔣的思路，藉

援引西方政治哲學入手、為儒學的現

代化找到開明革新的可能：第十三章

討論西方自然法與契約論，正是試圖

拉攏西方民主基礎的公道觀念，診斷

為何在中國先秦政治思想中，自然法

和契約論的發展受阻。正如墨子「兼

相愛」與「交相利」的觀念和霍布斯

（Thomas Hobbes）契約論的思想非

常接近，荀子「禮起何也」的追問，

也同樣推論出「自然狀態→契約→國

家體制」，然為什麼墨子與荀子皆未

開展出民主政治思想？原因即為不

論是墨子、荀子，抑或是其他先秦思

想家，其思想中皆過分強調了「上之

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

之」（墨子）的上位思維；即使是孟

子最著名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

為輕」民本的思想，也是奠基於「政

約」（上對下的約定），其關注的是上

位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約定，

因此蔣老師以第十二章〈如何解消家

長政治？〉為題，探討以上命題。若

從自然法來看先秦哲學的天道與天

志等概念，後者等仍只是作為「禮」

的輔助，「法」也只是在泛禮義系統

下體現；荀子所云「君子者，法之原

也」、「禮義法度者所生也」都真切地

道出，自然法為何無法真正落實於人

的自然權利之上。甚至是民本思想最

濃厚的孟子，縱使其提出「天視自我

明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想，卻也未

將其普遍性上升為「權利意識」，於

是更無由此建立法政主體的可能。 

在本書後半中，可以清楚看到蔣

年豐的宏大企圖；其在預設中即已充

分肯定西方民主政治，也篤信中國現



短篇書評    2023 年 06 月 67 期 

22 

代儒學應有、可以有且必須有類似的

設計。在二十一世紀後的中西方民主

政治發展中，我們可以看見民主制度

自身開始出現民粹等「疏漏」，強烈

侵蝕民主法政主體的基礎，故在發展

自身儒學民主化的過程中，筆者以為

不能僅是狗尾續貂，而須能防弊興利；

儒學的現代化若以釜底抽薪的方式，

以法治主體抽換掉道德實踐，最後可

能既無法建構真正意義上的法政主

體，亦失掉了道德核心價值。 

正是如此，或許我們該正視蔣年

豐在著作中一再出現的提醒：中國傳

統政治哲學過分依賴「人治」的家長

政治，容易將「仁治」與「人治」混

淆；然若能通過儒學進路鞏固道德意

識，強化公民意識、尊重倫理價值，

轉化士大夫的文官精神，便也許不盡

然完全脫胎換骨。蔣年豐於本書中所

點出許多傳統儒學欠缺的面向，以及

過往忽略的盲點，都為儒學不斷注入

新的活水；面向世界的現代儒學自身，

其中探討仁義與公義之間的轉化尤

足珍貴，方能使儒學與政治持續與時

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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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東京灣在哪裡？大多數華語讀

者可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日本，津津

樂道《人中之龍》和《新宿事件》等

流行文化中東京灣與日本極道間的

都市傳說。但與江戶內海的東京灣不

同，越南北部也有一個東京灣，它還

有另外一個為華語讀者所熟知的名

字：北部灣。這裡的「東京」源自後

黎朝1時期河內的名字 Đông Kinh，後

來被法國殖民者拿來指代越南北部。

北越一統越南後，東京灣在越南語中

的稱呼改為與漢語一致的 Vịnh Bắc 

Bộ，意即北部的海灣。但無論越南人

怎麼定義這片水域的名字，它在英文

世界中仍被叫做 Tonkin Gulf，即便

所謂的「東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

經換了新的名字：河內（Hà Nội）。 

東京灣的故事正是越南歷史的

縮影：越南故事往往由與越南有關的

大國所講述，就連地名也由所謂「文

明世界」所左右。正如《越南》一書

的副標題，越南成了大國中心下的

「失語者」。 
 

 
1 后黎朝，國號大越，由黎太祖黎利創立。
后黎朝後期爆發鄭阮紛爭，北部由鄭主控制，

中南部由阮主控制，后黎朝君主成為事實上

的傀儡。 

• 陳思宇/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超越大國中心的越南研究——評《越南：世界史的

失語者》
Christopher Goscha

 

  
書	 名：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 

作	 者：Christopher Goscha 

譯  者：譚天 

出版者：聯經 

年	 份：2018.04 

頁	 數：648 pages 

ISBN：9789570850994 

 
 
 
 
 
 
 
 
 
 
 

10.6570/PSQBR.202306_(67).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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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多元化的越南研究	

《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由魁

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教授克里斯多

佛‧高夏（Christopher Goscha）所著，

講述了越南自從中華帝國分離到越

共十二大間的國內政治互動與國際

關係。高夏是著名的亞洲冷戰及亞非

殖民研究專家，尤其擅長中南半島等

國的歷史與國際關係問題。2016 年

高夏出版了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Vietnam，並憑藉該書的修訂

本榮獲 2017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

獎。2018 年台灣聯經出版了該書的

中譯本，並擬定不同於原版的全新副

標題：世界史的失語者。既以「失語

者」為名，該書的重要特點之一便是

貢獻了迥異於大國中心論的越南歷

史與國際關係論述：越南不再是大國

互動的背景板，也不是被動等待地緣

政治獲勝者享用的戰利品，越南的歷

史是這片名為 Việt Nam的土地上多

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 

一、多元化的現代化路徑 

「多元化」是該書處理越南研究

的重要特點。作為專注於越南研究的

著作，該書並沒有將越南現代化的起

點設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國入侵，而

從十七世紀末大越國阮主阮福淍2邀

請廣州的佛教領袖石濂（釋大汕）移

 
 

2 阮福淍（Nguyễn Phúc Chu，1675-1725）
是越南后黎朝第六代阮主，在位期間大幅擴

張領土，將勢力延伸到湄公河領域。 

駕越南順化開始。在高夏看來，現代

化並非只有一種路徑，法國進入越南

帶來西方式的現代化，但早在法國之

前，中華帝國就給越南帶來另一種現

代化形式。黎太祖黎利擊敗中華帝國

後仿照中原方式在越南建立了新的

王朝，頒布了以儒學思想為內涵的法

律條文，建立了科舉取士的文官制度

和中央集權的行政體系，引進了中原

王朝的軍事指揮與火藥技術。即便法

國征服越南之後，中華帝國帶給越南

的現代化遺產也沒有被完全改變：既

有的文官體系獲得保留，與法國當局

的殖民體系鑲嵌在一起。雖然越南的

現代化受到中法等大國的影響，但越

南並非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在與大國

互動的過程中選擇性地接受了大國

的文化。接受大國文化的越南又能以

文明自居，如越南阮朝的明命帝3就

借用中華帝國的漢文化優勢輪，認為

身為儒家世界一員的越南有責任教

化其他地區的野蠻人，並以此為藉口

出兵他國。 

二、多元化的國家身分 

越南歷史上的軍事擴張則是該

書論述多元化的第二個體現：國家身

分的多元化。長久以來越南都將自己

塑造為殖民主義的受害者，越南也確

實遭受過法日等國入侵，但高夏卻在

書中指出越南也曾是殖民者：擊敗中

3 明命帝（Nguyễn Phúc Kiểu，1791-1841）
是越南阮朝的第二代君主，在位期間曾多次

對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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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王朝的黎朝軍隊在占人的土地上

殖民，阮朝的明命帝則強行征服柬埔

寨並在當地推行越南化政策。除此之

外，高夏也在書中多次強調越南主體

的多元化，避免將不同主體同質化。

越南土地上長期活躍著多個主體，自

十六世紀以來越南就經常呈現控制

紅河三角洲的河內越南和控制湄公

河三角洲的順化越南共存的現象，如

同二十世紀中後期的胡志明越南與

吳廷琰越南的對立。在高夏看來，如

今這樣一統的越南並非常態，兩百多

年來只有 1802 年阮朝嘉隆帝4征服

北方和 1975年黎筍征服南方兩次例

外。這種多元化的主體與國家身分論

述，是過往大國中心的越南歷史與國

際關係研究所欠缺的。 

三、多元化的歷史敘事 

除了多元化的主體，多元化的歷

史敘事也是該書與其他大國中心的

越南研究著作不同的地方。關於法國

在越南的殖民統治，該書不僅提供了

大國中心的解釋，即美國出於圍堵共

產主義的考量而支持法國在越南的

行動；還提供了越南中心的視角，如

越南皇帝保大帝5通過抗拒履行君王

事務的「不作為」來表達對法國掣肘

 
 

4 嘉隆帝（Nguyễn Phúc Ánh，1762-1820）
是越南阮朝的開國君主，年輕時曾兵敗流亡，

後在法國的支持下完成越南統一。 
5 保大帝（Bảo Đại，1913-1997），曾用名阮
福永瑞（Nguyễn Phúc Vĩnh Thụy）、阮福晪
（Nguyễn Phúc Thiển），是越南的末代皇帝，
「保大」是他的年號。保大帝生於法國殖民

的不滿並最終導致君主制在越南的

破產。關於南北越的建立與對峙，該

書也在美中蘇等大國視角之外提供

了越南中心的解釋：南北越菁英利用

國際局勢的對立爭取國際支持並分

別建立新的國家，但北越和被推翻的

殖民者法國一樣拒絕賦予國會實質

監督權，吳廷琰統治下的南越也同樣

專制獨裁，胡志明、吳廷琰的高壓手

段和曾統治阮朝的明命帝並無二致。

這些多元化的敘事與分析不僅提供

了超越大國中心的越南視角，也超越

了越南傳統的革命敘事，實現了高夏

將越南「去例外化」的寫作目的。 

參、 中譯本的翻譯紕漏	

作為高夏英文原著的中譯本，聯

經出版公司出版的《越南：世界史的

失語者》雖嚴格按照原書內容翻譯，

但或許由於越南研究仍屬小眾領域，

書中翻譯屢有紕漏，尤其涉及越南語

相關部分，囿於篇幅以下僅舉一例。

如，英文原著中曾兩次使用的

mandarin route，中文版在第 100 頁

將其譯為「滿大人路」，但在第 218

頁卻將其譯為「官員公路」。但結合

上下文不難得知，該道路並非僅限官

下的越南，年輕時曾在巴黎政治學院接受教

育，1932 年返回越南親政，1945 年退位並
讓權給胡志明領導的越盟。1949 年保大帝
成為南部的越南國「國長」，1955年吳廷琰
組織公民投票成立越南共和國，保大帝被廢

除。此後保大帝流亡法國，並最終安葬在巴

黎香榭麗舍大街附近的帕西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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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使用，更與「滿大人」無關，是政

府修建的便於貨物運輸與人員往來

的官方道路，也即漢語中的「官道」。 

肆、 小結	

近年來，在美中貿易戰和全球新

冠疫情的影響下，越南重新成為地緣

政治和經貿研究熱點，有關越南的討

論再度充斥大眾傳媒。但有趣的是，

討論越南經濟成長者關注的焦點往

往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劉亮，

2022），關注越南地緣政治的研究也

往往將審視的重點置於美中等大國

（阮功松，2020）。在越南與越南研

究看似翻紅的同時，越南也再度淪為

大國中心下的背景板。在這種背景下，

《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提供的不

僅是大國中心之外的敘事與分析，也

為吾人提供了越南中心的研究視角，

吾人可藉此視角與方法更進一步了

解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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